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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
学科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史理论探讨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从方法
论的高度予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史
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理论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继承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遗产，对于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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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

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
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
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

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
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

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

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

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
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
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 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
和社会组织; 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
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
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
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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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研究范畴①。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
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

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
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

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 “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
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
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② 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
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 “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
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
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 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

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 20 世纪 “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
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 “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
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
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
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
“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非常可喜。”③ 常建华指出: “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
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④ 行龙强
调说: “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
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
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
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
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

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⑤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
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
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
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

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 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

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

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
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

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
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 “历史社会学因现
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

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
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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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
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① 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
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
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
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
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
剥②。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
法的生搬硬套。他说: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
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

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③ 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
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

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

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

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 “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
E． P． 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 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
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
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
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
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④。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
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 人类学体现了新
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
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
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科学
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
术方向: 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
径; 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
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 “田野调查热”就
引人注目⑤。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
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
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 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
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
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
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
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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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①。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
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

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

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
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 《二战后欧
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
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
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
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②。徐浩、侯建新在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
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 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③。这
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国家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

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

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
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 8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
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
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
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④。常建华还撰写专
文《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 1981 年至 1995 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
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 “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
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 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

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
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 日本明清地域社会
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
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
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
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
将是深远的⑤。在《20 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
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
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
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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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1 － 152 页。
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 12 － 16 页。
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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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①。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 8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
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
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
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 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
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
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
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
化②。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
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

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
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
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
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
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 “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
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 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
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
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 “小传
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 “一
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
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应重视 “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
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
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

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
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
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
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 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
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③。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
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

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

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 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

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

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
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

061

①
②
③

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 248 页。
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 192 － 193 页。
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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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
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
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

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

东西迷失了①。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
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 作为 “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
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 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 三是搜集民间

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 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
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 二是避免 “孤立化”
的倾向; 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
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

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 “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

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 江西
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和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1 年版) 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 “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
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

基本上遵从的是 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
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 1960 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
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 “市民社会理
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
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 “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
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
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 “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
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
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②。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
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 《中国社会史概论》 “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 “中层理论”也
做了简要介绍③。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 “中层理论”的提
倡也予以肯定。他说: “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 20 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
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
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
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 “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
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
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 “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
“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 “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 “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
“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
“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
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
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 “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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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64 － 72 页。
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 52 页。
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5 －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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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 “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 “中层模式”
的努力①。“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
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
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

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

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
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

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
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
编的 120 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
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社会史的概念，社
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
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②。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
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
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
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 《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
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
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 18 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
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 18 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
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
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
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③。从冯先生
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
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

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直面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

一步加强社会史的理论建构工作。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直接的起因，在于纠正中国史学界
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过分重视宏观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忽视历史
丰富内容的严重偏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的
面前，极大地改变了原来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格局，也纠正了原来阶级斗争观念下历史著
作的缺陷，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 “碎化”情况，将社会史变成社
会生活史，社会史缺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经在国外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反

映，也值得中国社会史学界警惕。关于社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冯尔康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社
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 整体史整合不出来; 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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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相对不足①。池子华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社
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其次，社会史研究依
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虽有所重视，
但依然显得格外冷清。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
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
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第四，社会史理
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第五，跨学科研究依然在理论层面缺乏广泛而深入
的探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少抉择和筛选，如何有效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为己所

用，实现社会史视角下健康的跨学科对话，这是在未来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六，社会史史料学理
论研究还缺少呼应。面对一些新资料，如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视角史料等，目前运用得还不够
广泛，对新史料的诠释方式也不够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区域研究、专题研究中体
现“整体史”，避免微型叙事所造成的历史 “碎化”，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是区域社会史
在未来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颈②。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 “碎片化”，行龙强调一是
加强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说: 只要我们 “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
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
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 “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
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从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
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就要求
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当
代中国史的研究③。学者们陆续看到了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说明社会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加强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

体系。
其三，社会史研究在重视国外社会史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和开拓社会史研究新领域的同

时，还应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积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成果。
社会史研究出现的上述问题，除了学科发展初期的共同现象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社会史

学者，过分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区别，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

学研究的成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 “在很多方面 ( 诸如带着问题研究
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 ，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 (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
但它仍然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
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
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④ 何兹全先生说: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新的史学思想理论进入中国，很受欢迎。辩证唯物史观有些不迎时。当然，
这些思想理论都是先进的，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意义。但我仍然深信辩证唯物史观，仍是
现在最先进的史学理论，是有生命力的，是不会被挤出历史舞台的。”⑤ 法国 “年鉴学派”的创
始人和西方新社会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都曾做过很高的评价，国

内学者也曾深入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的关系。王先明指出: “作为具有历史观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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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 －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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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 《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 2002 年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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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社会史学的兴起、发展的历史作用，也是功不可没。通过对东西方社会史学
发展历程的巡礼，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 而且在

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还将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发挥巨大的作用。”年鉴学
派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社会史的兴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注意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

综合性、注意下层群众的历史活动，无一不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无论从社会史的
学术概念的提出，还是从社会史研究范围和方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行者。”马恩除宏
观历史理论体系外，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专题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这些论著包含的理论认识和方

法论价值，足以成为认真反思社会史发展两个偏向的典范: 第一，他们都是从专题社会史角度提

出问题，侧重于家庭、婚姻、民族、宗教的历史及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探讨。第二，它
们突出体现了社会史是研究整体社会历史的最终目的。关于唯物史观与马、恩社会史研究的关
系，作者指出: 唯物史观是在马、恩的社会史研究中得以丰富、发展和修正的。因而，对于马、
恩来说，唯物史观和社会史研究两者历史发展的纵向关系和横向的学术理论关系，是一个完整

的、有机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实践过程。最后，作者明确指出，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
构建中，马克思主义还将展示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威力。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充分合理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范畴、新方法不仅并不矛盾，而
且会并行不悖、相得益彰①。学者的这些论述，启示社会史学家，在大力提倡吸收和借鉴国外社
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在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

中国历史学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历史学著作。郭沫若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侯外庐
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范文澜的 《中国通史简编》、邓拓的 《中国
救荒史》等都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新时期以来，也有不少史学
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探讨方面，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胡如雷的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
研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等等，都有诸多理
论的创新。中国几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历史发展的共同性问题的探讨，许多史学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思
想文化史、农民战争史等领域都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讨，留下了宝贵的与社会史研究有密切关
系的史学遗产，这些研究成果今天看来虽然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也与今天的社会史有明显

的差别，但是，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对于其中有价值的成果的继承，对于克服和解决我国社会史

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 责任编辑: 陈炜祺 王恩重)

The Theory and Method Discussion of Social History in New Period
Zhang Jianpi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on social history since the new period. It is
important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ome scholars research in
the methodology of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ing fun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histo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re ar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sticking to Marx＇s theory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Marx＇s heritage for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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